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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往往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然而既有研究对此关注

较少。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半参数地理加权回归（SGWR）模型，结合

k均值聚类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展开研究。结论如下：

①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受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② 社

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人口、家庭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产生影响，收入、

婚姻、跨省流动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抑制作用，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子女个数等因

素则产生促进作用；③ 各影响因素总体上呈现带状的空间分异模式，可概括为“E-W”“N-S”

“NE-SW”“SE-NW”4种。民族、家庭等因素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递减，参保率、未婚率、二产就

业等因素的影响自西北向东南递减，子女个数及人均GDP的影响自东北向西南递减。东部经

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弱，华南地区住房支出较高的流动人口居留

意愿相对更强。④ 全国可划分为四大影响区，其中，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受多因素共

同影响；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主要受人口及社会因素的影响；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主要受经济及家庭因素的影响；华南地区及部分中、东、西南部地区，除住房支出外，受大部分

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最后，本文对中国流动人口的服务与管理提出相应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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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流动人口问题是影响中国未来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自改革开放及20世纪末对人口
流动管制的放松以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正日益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变迁和城市化进程。
《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显示，中国流动人口总量在2011—2014年间持续增长约
10%，达到 2.53亿[1]。尽管自 2015年起流动人口总量开始缓慢下降，但其在总人口中仍
保持较大占比，说明户籍制度改革使得部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转化为新市民，流动
人口市民化的趋势显现[1]。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是反映流动人口是否愿意长期居住在流入
城市的指标，是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一段时间后，对将来是否长期生活在本地的考量。
从城市治理的角度来说，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是否具有包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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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吸引力，对其进行系统研究是贯彻落实“人的城镇化”的重要举措。因此，研究城市流
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能为未来户籍制度改革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在地理空间上往往存在差异化的特征，对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驱动因素空间分异的研究势在必行。一方面，不同地理区域的流动人口
具有不同的文化习俗、生活偏好、流动原因等特征，这些因素在不同区位上对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的影响程度往往不同。此外，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不仅受流动人口自身特
征影响，还受到诸如GDP、工资、失业率等流入地要素的影响。这些要素在空间上也并
非是完全流动的，从而导致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在各城市间的异质性。以上原因致使中
国各地理单元上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受到的作用力各不相同，各自变量与因变量在空间上
表现出非平稳性（spatial non-stationarity）的特征。因此，在研究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的影响机制时，需回答以下问题：影响因素是否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哪些因素具有空
间分异性，哪些具有空间平稳性？

目前，关于人口流动和迁移决策的研究领域已积累了较多理论，比如，经典的“推
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同时受到流出地推力（对人们生活的不利因素等）与流入地拉力
（对移民的有利条件等）的影响[2]。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快速发展，一系列基于新古典经
济学的人口理论应运而生（如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及Todaro模型），认为人口迁移决策受到
收入差距、就业率等经济因素的影响[3-5]。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视角不同，Stark等学者提
出的新迁移经济学则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对人口迁移进行研究，认为迁移决策是家庭在
预期收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前提下做出的，是一种改变家庭现有生活状况的理性行
为[6-7]。然而，尽管上述经典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人口迁移的决策过程，但这并不意味着流
动人口能够在城市最终完成定居[8-9]。

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对于流动人口留迁意愿（包括居留意愿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户籍
迁移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方兴未艾。总体上看，流动人口的人口因素（如年龄、
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因素（如家庭规模）、经济因素（如收入水平）和社会因素
（如行业、社会保障）在以往文献中是关注的焦点[10-17]。迁移是一种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的投资，年龄较小、未婚、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流入地长期居留[12]。
同时，迁移是个体及家庭效用最大化及风险最小化的决策结果，一般而言，收入较高、
流入地家庭规模较大、从业身份为雇主、就业及生活受社会保障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较
强[12-14]。随着对居留问题研究的深入，住房和社会网络因素受到的关注逐步增加，Huang
等的研究均得出在流入城市拥有房产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长期居留的结论[18-19]。而一些学
者的研究则强调社会网络因素对农民工居留意愿的正向机制，认为流动人口居留是一个
社会融入的过程[20-23]。在Liu等的实证分析中，社会人口学和社会文化因素较之于经济因
素对流动人口居留的解释力更强[19]。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最终落户城市是其迁移的主要
目的，因此，也需考虑城市落户的难易程度对居留意愿的影响[11, 24]。户籍迁移问题是一
个流入地和流出地个人及家庭获利的博弈问题，而在决定是否长期居住时，流动人口则
更多地考虑地方的生活品质及个人喜好等因素[25]。从推拉理论的视角看，居留要同时考
虑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流出地具备熟悉的社会文化及家庭条件，通常是居留意愿较
弱的流动人口首选的去向地。另一方面，对于来自不同流出地的流动人口，其居留意愿
具有差异性，如Khoo等发现在澳大利亚国际移民中，欠发达地区的高技能移民具有较高
的居留意愿，而来自欧洲、北美和日本的移民居留意愿较低[26]。此外，部分文献对特定
流动人口群体的居留意愿的差异性予以关注[12-16]。例如，Chen等发现经济因素对新生代
农民工居留决策产生促进作用，而当经济条件改善时，非经济因素（如公共服务）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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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的影响也会加强[13]。李树茁等认为进城农民工中自雇者更受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受
雇者更受社会、文化和心理因素的影响[14]。候建明等发现个体特征、流动特征、社会因
素等相关变量显著作用于流动老年人口的居留意愿[16]。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27-28]。最初，学界对该问题
的关注集中在城市内部特定区域的流动人口，如城中村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因素[20-21]。
在城市及区域尺度上，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因素同样存在分异现象，文献多围绕具
有特定研究或政策意义的区域展开，如中国东北地区[29]、边疆地区[30]、流动人口主要流
入地[20-21, 23, 31]等。此外，也有少数学者关注于不同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比较
研究，如蔚志新研究了中国5个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地区差异，发现个体
层面因素相较家庭层面因素和社会层面因素而言地区差异较大[28]。尽管如此，由于数据
获取的限制，目前关于全国层面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空间分异的研究仍相对不足。此
外，部分研究将流入地特征考虑在影响城市流动人口留迁意愿的因素中时，没有将流动
人口中市内迁移的部分去除，从而导致模型估计存在偏误。在空间异质性方面，传统运用
较多的全局回归模型（如OLS模型）缺乏对变量空间差异的解释，忽略了局部地理区域
自变量及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而地理加权回归（GWR）则包容空间异质性的存在[32]。

基于此，本文尝试运用拓展后的半参数GWR（SGWR）模型研究中国城市流动人口
居留意愿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问题，并运用k均值聚类法将具有相似影响因素的分区进
行聚类统计，以期为不同区域的人口管理措施及户籍制度改革提供针对性的对策。

2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2.1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的 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数据获取时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并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
例（Probability Proportionate to Size Sampling, PPS）方法进行抽样。2015年调查的有效
样本量为20.6万份。截至2015年末中国共有地级及以上城市295个，其中，抚顺市、本
溪市、阜新市、朝阳市、宜春市、莱芜市、三沙市、儋州市、商洛市、昌都市、林芝市、
哈密市未包括在CMDS数据库内，而日喀则市并未纳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 [33]，
因此研究单元为全国除以上城市外的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此外
流动人口中市内迁移的部分不被包含在本研究的有效样本中，筛选得到最终样本的数量
为150870份。具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定义为今后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的
人口，而不打算或者没想好在本地长期居住的人口被定义为不具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
本文的因变量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内具有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数量除以样本总量的比值。
2.2 变量选择及预处理

研究试图从经济、社会、家庭资源等角度解释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问题。变量的选
取主要围绕流动人口特征因素（包括人口变量、流动特征变量、社会变量、经济变量、
家庭变量）和流入城市特征因素（包括经济变量、社会变量、教育水平变量）两大维
度，最终得到可能影响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解释变量共25个（表1）。其中，反映流动人
口经济水平的相关变量（如个人收入）的选取依据主要来源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即
迁移者以预期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为基础做出是否长期居留的决策[3-4]；流入地的经
济及社会发展相关变量及流动人口的就业、社会保障、人力资本变量来源于二元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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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分割理论，即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及流动人口所处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将影响
其居留选择[34]；流动人口流动特征变量主要来源于社会融合理论中关于社会融入对居留
意愿影响的论述，而家庭特征变量则参考自新迁移经济理论，该理论强调流动人口是否
居留的决定是以家庭为单位做出的，流入地家庭规模的增加会对流动人口产生正向激励
作用，提高其居留意愿[6-7]。

对模型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检验，发现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
因子（VIF）均未大于10，不存在明显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White检验的结果显示
模型不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流动人口特征相关变量来源于CMDS数据库，而流入地
相关变量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6》 [33]。

3 研究方法

3.1 地理加权回归
以往对城市尺度上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基于传统多元线性回归

（OLS）模型展开。然而，OLS中隐含着空间均质性假设，即认为各样本点的回归系数是

表1 变量描述及预期效应
Tab. 1 Descriptions and expected effects of factors

变量类型

流
动
人
口
特
征

流
入
城
市
特
征

人口变量

流动特征变量

社会变量

经济变量

家庭变量

经济变量

社会变量

教育水平变量

变量名称

AGE

SEX

MARRY

ETHNIC

SCHOOL

STAY

DIST

HIRE

AGRI

INSUR

SINDUS

DRIFT

INCOME

HOUSING

PAYMENTS

LIV

CHILD

PGDP

GDPI

SAV

DENS

EMP

UNEMP

WAGE

TEACH

变量描述

城市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岁)

流动人口性别比例(%)

未婚流动人口比重(%)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重(%)

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年)①

流入地平均停留时间(年)

跨省流动比重(%)

流动人口中雇员比重(%)

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比重(%)

城镇职工保险参保率(%)

第二产业就业流动人口比重(%)

无固定职业流动人口比重(%)

流动人口平均收入(元)

家庭每月住房支出(元)

家庭总收入与总支出比(%)

家庭同住人数(人)

流动人口子女个数(人)

流入地人均GDP(万元)

流入地年GDP增长率(%)

人均城乡居民年末储蓄余额(元)

市辖区人口密度(人/km2)

流入地就业人数(人)

流入地在岗职工平均失业率(%)

流入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流入地人均小学教师数(人/人)

预期效应

+

未知

-
未知

+

+

未知

-
-
+

+

-
+

+

+

+

+

+

+

+

+

+

-
+

+

注：① 平均受教育年限 = (大专以上人口数×16+高中人口数×12+初中人口数×9+小学人口数×6)/总人口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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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的。若各样本点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存在空间非平稳性，则以OLS模型为代
表的全局回归模型无法测度不同区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差异化影响[36-37]。因此，本文基于
改进后的SGWR模型研究城市流动人口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特征。

由于CMDS数据所选取的样本区域多为城市市辖区，在研究全国尺度问题时，可近
似将各市的样本区域简化为点，进行坐标采集。传统GWR模型的公式为：

yi = β0( )μi, vi + β1( )μi, vi xi1 + β2( )μi, vi xi2 +⋯ + βn( )μi, vi xin + εi （1）

式中：(μi, vi)为样本点 i的地理位置，可表示为投影坐标或地理坐标；xi1、xi2、…、xin为流
动人口特征变量及城市特征变量等各解释变量；β1(μi, vi)、β2(μi, vi)、…、βn(μi, vi)为 xi1、
xi2、…、xin的回归系数，估计方法如下：

β̂( )μi,vi = [ ]X TW ( )μi,vi X
-1

X TW ( )μi,vi Y （2）

式中：W(μi, vi)为空间权重矩阵；wij为样本点 j对样本点 i的空间权重，采用高斯函数对其
进行计算，公式为：

wij = e
- 1

2

æ

è
çç

ö

ø
÷÷

dij

b

2

（3）

式中：dij为样本点 j 与样本点 i 之间的米制距离；b 为带宽，本文采用 AICc 准则确定带
宽，并采用自适应带宽的方式，使得AICc最小的带宽b为本文选取的最适应带宽，公式为：

AICc = 2n ln( )σ + n ln( )2π + n
n + tr(S)

n - 2 - tr(S)
（4）

式中：n为样本点数量；σ为误差估计项的标准离差；tr(S)为GWR的S矩阵迹。
现实情况下，往往存在一部分自变量没有表征出空间非平稳的特征，即在各个区位

的回归系数相同。拓展后的SGWR模型更加符合现实的数据特征，公式为：

yi =∑k
βk( )μi,vi xk, i +∑l

γl zl, i +εi （5）

式中：xk, i代表第k个变异性解释变量；βk(μi, vi)为其对应的回归系数；zl, i代表第 l个非变异
性解释变量；γl为其对应的回归系数；εi为随机误差项。
3.2 k均值聚类

k均值聚类法可将数据按照某种特征自动划分为 k组，在选择初始聚类中心的基础
上，依据距离规则反复迭代以确定最终分组。① 系统中随机选择的 k个元素作为 k个组
的种子元素；② 将剩余的元素分配到距离最近的组中，并以均值作为该组新的中心；
③ 迭代第②步直至组成员关系稳定为止[38-39]。本文运用Calinski-Harabasz伪F统计量来度
量不同分组方式的组内相似性和组间差异性，若伪F统计量较高，则代表分类结果的组
内距较小而组间距较大，该分类结果较为可信，公式为：

F =

æ
è
ç

ö
ø
÷

R2

nc - 1

æ
è
ç

ö
ø
÷

1 -R2

n - nc

, R2 = (SST - SSE)/SST （6）

式中：n表示要素数目；nc表示类数目（组）；SST为反映组间差别的统计量；SSE为反映
组内相似性的统计量。本文中，k均值聚类法主要用于识别流动人口居留意愿驱动因素
相似的影响区，对于每个影响区，可提出针对性的人口管理对策。

4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机制的空间分异

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确定各解释变量是否表现出空间变异性的特征。本文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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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R4软件中提供的LtoG功能，即软件自动通过相关指数（如AICc），循环对比原始模
型与将某一变量作为非变异性变量的新模型，最终选取出使AICc值最低的变异性与非变
异性变量组合进入回归模型。本文共构建3个回归模型：① 将前述的25个解释变量加入
模型进行OLS回归（模型1）；② 将所有解释变量作为空间变异性变量加入传统GWR模
型进行回归（模型2）；③ 使用LtoG自动选取出空间非变异变量及空间变异性变量，构
建SGWR模型进行回归（模型3）。在SGWR模型中，变量中流入地在岗职工平均失业率
（UNEMP）和流动人口平均停留时间（STAY）被识别为非变异性变量，其余的23个变量
被识别为变异性变量。

对比3个模型结果（表2），模型2的AICc值较模型1下降约10.3，Fotheringham等指
出，下降数值大于 3即表示GWR模型适用[36]，因此考虑到解释变量空间变异的GWR模
型具备更好的拟合能力。此外，模型3的AICc值在模型2的基础上下降了约3.1，且R2以
及调整后R2都有小幅度上升，说明SGWR模型的对变量空间格局的拟合能力和解释能力
更强，因此更优于传统GWR模型。作为一种半参数回归，SGWR模型中每一个区位的样
本点上的各变异性变量均有其唯一的R2、标准误及 t值，为了对研究问题进行更为有效地
解释，笔者仅对具备统计学意义的变异性变量（ || t̄ ≥1.96）进行统计分析。下文拟从各

变量平均系数的角度进行模型总体分析，并基于各变量对各样本城市的差异化影响的角
度分析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格局，进一步划分与识别各影响区。
4.1 总体影响因素分析
4.1.1 在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的各因素中，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相
对较大，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 根据表2结果，共有11个变量通过假设检验，包括个人
收入（INCOME）、住房支出（HOUSING）、未婚占比（MARRY）等 10 个变异性变量，
以及 1 个非变异变量流入时间 （STAY）。从变量类型上看，变量中仅有人均 GDP
（PGDP）一个用于衡量地区经济水平的流入地特征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显著促
进作用，这是由于社会经济水平高的城市往往具备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社会保障和
教育等优势条件，成为吸引流动人口居留的因素。其余显著产生作用的变量皆为流动人
口特征变量，说明中国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主要受该群体自身特征的影响，而受流入地
因子的影响相对较小。究其原因，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受
益者仍是拥有本地户籍的城市居民而非外来流动人口。此外，居留意愿是一个相对主观
的评价指标，受流动人口个体的个人喜好等心理因素影响较大[25]。林李月等[27]发现城市
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受流入城市的影响更大，与上述结论相悖，可能的原因如下：
① 户籍观念对中国流动人口影响深远，户口能带来一定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且户籍迁移
在规章程序上的操作更加繁琐，需考虑更多的客观因素，相比之下，在某城市居留可以
暂时不考虑户口迁移问题，仅仅是流动人口对现状做出的主观选择；② 由于户籍迁移的
困难性，户籍迁移是一个长期性的问题，而居留是一个相对短期的问题，流动人口可以
在未来某个时段选择搬离该市而支付更少的机会成本。因此，居留问题相比户籍迁移问
题，受到流入地外在条件影响较少，而受到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影响较大。
4.1.2 个人收入、住房支出、参保率等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 首
先，个人收入（INCOME）、住房支出（HOUSING）等经济变量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
生显著影响。与预期不符，城市流动人口的个人收入越高，其居留意愿越弱。可从新迁
移经济理论的角度对该结果进行解释，即个人的迁移决策以家庭福利最大化为基础，外
出是流动人口的一种生计策略，一旦在流入地达到自身的经济目标，流动人口便会返回
家乡[40]。劳动力的长期居留是为了实现其收入目标，收入越高的人，实现收入目标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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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越短，居留意愿越低。在这个意义上，流动人口个人收入对其居留意愿产生抑制
作用[41]。另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具有更高的继续流动的风险承受能力，因而其居留意愿
也越弱。住房支出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越强，这主要是由于住房支出是外来人
口进入流入地的主要经济门槛，也是其融入社会的重要标志，较高的住房支出反映流动
人口较高的住房需求以及社会融入的趋势，因此如果其愿意为住房投入较多的经济成
本，也就意味着其愿意为适应及融入流入地的生活付出更多成本，甚至购房。此外，较
高的住房支出也会增加流入地对外来人口的黏性，住房支出越高，意味着流动人口选择
离开本地所支付的机会成本也更高，从而进一步强化其居留意愿。其次，社会变量方
面，城市流动人口的城镇职工平均参保率（INSUR）越高，其居留意愿更强，反映出就
业保障通过提高流动人口的工作稳定性对其居住意愿的影响。而城市流动人口中第二产

表2 OLS模型、GWR模型及SGWR模型总体回归结果
Tab. 2 Overall results of OLS, GWR and SGWR models

AGE

SEX

MARRY

ETHNIC

SCHOOL

STAY

DIST

INCOME

HIRE

AGRI

INSUR

SINDUS

DRIFT

HOUSING

LIV

CHILD

PAYMENTS

PGDP

GDPI

SAV

DENS

EMP

UNEMP

WAGE

TEACH

常量

样本数量

R2

调整后R2

AICc

AICc减小值

模型1：OLS模型

β

0.0016

0.0055

-0.4552**

0.1733*

-0.0246*

0.0177**

-0.2008**

-1.5270*

0.0520

-0.0988

0.2494**

-0.1651*

-0.2125

0.4989*

0.0837**

0.2270**

0.0193

0.1045**

-0.0016

-0.0197

0.0163

0.0108

-0.0894

-0.0570

-0.0001

0.4748

282

0.6055

0.5653

-456.8397

|| t
0.3942

0.4848

4.0304

2.1338

2.0710

3.9468

6.1205

2.1863

0.8212

0.9629

3.0624

2.5394

0.9911

1.9758

3.4278

3.1028

0.7178

2.9659

0.6464

0.5751

0.7163

1.3097

0.4513

0.7534

0.2983

1.4295

模型2：传统GWR模型
-
β

0.0018

0.0049

-0.4461**

0.1893*

-0.0213

0.0179**

-0.2154**

-1.6669*

0.0472

-0.0649

0.2798**

-0.1607*

-0.1220

0.5784*

0.0761**

0.1861*

0.0252

0.0910*

-0.0013

-0.0193

0.0239

0.0110

-0.0739

-0.0507

0.0001

0.4417

282

0.6594

0.5930

-467.1891

10.3494

|| t̄
0.4226

0.4330

3.8601

2.1730

1.7384

3.7273

6.3245

2.3516

0.7093

0.6227

3.3896

2.3969

0.5354

2.2298

3.0288

2.3878

0.9336

2.5095

0.4975

0.5571

1.0346

1.3219

0.3381

0.6202

0.3507

1.3039

模型3：SGWR模型
-
β

0.0012

0.0048

-0.4566**

0.1968*

-0.0209

0.0202**

-0.2193**

-1.6902*

0.0503

-0.0648

0.2785**

-0.1581*

-0.1137

0.5993*

0.0718**

0.1789*

0.0261

0.0879*

-0.0010

-0.0192

0.0258

0.0107

-0.1083

-0.0468

0.0001

0.4624

282

0.6665

0.5995

-470.2394

13.3997

|| t̄
0.2731

0.4231

3.9238

2.1989

1.6877

3.9823

6.3742

2.3657

0.7491

0.6194

3.3462

2.3335

0.4912

2.2868

2.8044

2.2643

0.9661

2.4039

0.4019

0.5533

1.1056

1.2934

0.5534

-0.5620

0.3672

1.3562

注：**为通过 99%显著性检验，*为通过95%显著性检验；灰色覆盖数值为非变异性变量的属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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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从业占比（SINDUS）越高，其居留意愿越弱，这是因为在制造业等行业的流动人口多
为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其工作稳定性和报酬较低。最后，与预期不符，发现雇员

占比（HIRE）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无关，反映出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并未直接作用于其

长期居住城市的意愿。此外，流动人口家庭收支状况（PATMENTS）与其居留意愿也未

显示出显著的关系。

4.1.3 人口因素、家庭因素及流动特征因素同样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影响 家庭变量

方面，家庭同住人数（LIV）越多、子女个数（CHILD）越多的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居留

意愿，这是由于家庭成员数量作为家庭资源的正向激励机制，使得流动人口在新城市具

有更强的生存适应能力。人口变量方面，城市流动人口中未婚占比（MARRY）越高，其

居留意愿越弱。对于已婚的流动人口而言，其受家庭的正向激励作用相对较大，居留意

愿较强。另一方面，已婚流动人口而言离开流入地选择继续流动或回流也需承担更大的

风险。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比（ETHINC）越高，其居留意愿越强，该现象主要与流动

人口中少数民族的部分同时享受国家或地区的少数民族利好政策有关。此外，该结论从

侧面反映出中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民族融合和社会融入情况较好，进而对其

居留产生了正向激励作用。最后，流动特征变量方面，城市流动人口平均流入时间

（STAY）越长、跨省流动占比（DIST）越低，其居留意愿越强。该结果符合社会融入理

论的论述，即对于停留时间越长、而主要为省内流动（迁移的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短）

的人口而言，社会融入越强，对城市的归属感越强，居留意愿也越强。另一方面，流动

人口的年龄（AGE）、性别（SEX）等人口变量与其居留意愿的关系并不显著。与预期不

符，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SCHOOL）、流入地人均小学教师数（TEACH）等反映教

育水平的变量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无关。

4.2 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异格局

在对各变异性解释变量影响系数进行可视化空间格局分析时（图1），仅选取满足显

著性检验的变量（ || t̄ ≥1.96），并按 Jenks法分为 5类，表示高、较高、中等、较低、低

共5级影响区，分别反映各变量影响程度的高低。

结果显示，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带状空间分异模式。其

中，少数民族（ETHNIC）、住房支出（HOUSING）、同住人数（LIV）等变量系数呈现出

E-W向空间格局。城市流动人口中的少数民族占比对其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自北向南呈

现梯度递减，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大部区域为影响高值区，其城市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

占比越高，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越强。该结论与东北地区较其他区域而言其少数民族与

汉族的文化融入程度较高有关。对于南部地区而言，城市流动人口中少数民族占比对其

居留意愿的影响较弱。同住人数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同样呈现自北向南

的递减格局，对于吉林、黑龙江省等地的影响高值区而言，家庭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产生更大的影响，而对于广东、福建、广西、云南等省份，家庭规模对流动人口居留

意愿的促进作用较弱，这反映出各城市流动人口家庭资源对其居留意愿正向激励机制的

差异性；流动人口平均住房支出对其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自南向北递减，华南地区（如

广东、广西、海南）流动人口的住房支出对其居留意愿的促进作用更强。上述现象可能

与华南地区流动人口的住房需求、购房观念、社会融入程度有关。

平均收入（INCOME）变量的影响系数呈现出N-S向空间格局。城市流动人口平均

收入对其居留意愿产生的负向影响自东向西呈梯度递减，对于中国东部地区、东北大部

地区、及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区域而言，高收入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本地的意愿更低。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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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可知，个人收入对居留意愿抑制作用的高值区及次高值区基本覆盖了中国经济较发达

的区域，对于这些区域而言，由于资源集聚、知识溢出，流动人口往往更容易实现其收

入目标，返回家乡。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区域的流动人口个人收入越高，其居留意

愿越低。此外，发达地区流动人口由于迁移到别处的匹配成本更低，其流动性更强。

城镇职工参保率（INSUR）、未婚率（MARRY）、第二产业从业占比（SINDUS）等因

素的系数呈现出NE-SW向空间分异模式。流动人口平均城镇职工参保率对其居留意愿的

正向影响由西北至东南梯度递减，影响高值区集中在乌鲁木齐、克拉玛依、拉萨及甘肃

西部等市，而东部大部分沿海地区则位于低值区或次低值区。该现象与公共服务的区域

差异有关，对于西部地区城市而言，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对于流动人口留居的吸引力更

大，是其考虑的长期生活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未婚占比对其居留意愿也产生相似的负

向影响规律，其高值区及次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各市，对于这些城市而言，未婚流动

图1 2015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格局
Fig. 1 Spatial pattern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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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长期居留意愿更低。此外，流动人口二产从业占比对其居留意愿产生的负向影响

的高值区及次高值区主要集中在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等地，对于这些地区

而言，外来人口的流动距离相对较远，且对流动人口的就业保障体系相对不完善，因

此，主要位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业人员的二产从业流动人口往往具有更弱的居留意愿。
跨省流动（DIST）、子女个数（CHILD）、人均GDP （PGDP）等变量的系数呈现出

SE-NW向空间分异模式。流动人口跨省流动占比对其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由西南向东北
梯度递减，其高值区及次高值区面积较大，覆盖了中国西南、西北及中部的大部分地
区，对于这些区域而言，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具有更低的居留意愿。是否跨省迁移主要
体现的是文化差异与社会融入，对于位于中国东部的开放程度相对更高的城市而言，外
来人口的社会融入相对容易，其居留意愿相对更强，因此跨省流动对其居留意愿的负向
影响也越弱；尽管对东北地区人口外流等问题引起了学界的热议，然而本文发现，对于
东北地区而言，其跨省流动对外来人口居留意愿的负向影响影响相对较低。流动人口平
均子女个数对其居留意愿的正向影响高值区及次高值区集中在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部，
对该区域城市流动人口而言，其子女数量越多，居留意愿提升越快。流入地人均GDP对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促进作用自
东北向西南递减，相对其他地
区，东北三省及新疆地级及以上
城市人均 GDP 对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的影响较大。
4.3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区的识

别与划分
使用k均值聚类法对各变异性

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聚类分析。
分别设定k = 1, 2, 3, 4, 5, 6, 7，共
7种聚类模式，并分别计算各分类
方案对应的伪 F 统计量 （图 2）。
结果显示，当 k = 4时，伪 F统计
量的均值最大，且最大值及最小
值相差不大，因此设定 k = 4进行
聚类分析。

k 均值聚类的结果（图 3）显
示，同一类别的城市表现出明显
的空间集聚特征。分析不同类型
区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系数的
差异（表3）可知，Ⅰ类区共包含
113 个城市，主要包括华北地区、
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大部区域及
东北地区的大连市。该区域中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各驱动因素的平
均系数并没有包含最大值也没有
包含最小值，可看作多因素共同
影响区。Ⅱ类区共包含 57 个城

图2 k均值分类依据
Fig. 2 Classification basis of k-means method

图3 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k均值分类结果
Fig. 3 Classification results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from k-means method 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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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主要包括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区。

相比之下，Ⅱ类区中的流动人口居留意愿

受未婚率、跨省流动占比、参保率、第二

产业从业占比等因子的影响最大（主要为

社会变量），而受平均收入及子女个数的

影响最小，可看作社会及人口因素主导

区。Ⅲ类区共包含 31 个城市，覆盖东北

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通辽、呼伦贝

尔等市。Ⅲ类区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人

均 GDP、平均收入、少数民族占比、同

住人数、子女个数等因素的影响最大，而

受未婚率、跨省流动占比的影响最小，可

看作经济及家庭因素主导区。Ⅳ类区包括

中国华南地区、中部、东部以及部分西南

地区，共有 81 个城市。对于Ⅳ类区而

言，仅平均住房支出对其流动人口居留意

愿的正向影响相对最大，而人均GDP、参保率、第二产业从业占比、少数民族占比、同

住人数等因素对其影响最小，可以看作是各因素的次级影响区。通过聚类方法，可以划

分出受相似因素影响的分区，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导向政策。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的支持下，使用SGWR模型及

k均值聚类等方法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问题进行研究，主要结论为：

（1）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主要受到流动人口群体自身特征（如个人收入、子女个

数）的影响，受到流入地的影响相对较弱，流入地各变量中仅人均GDP对流动人口居留

意愿产生促进作用。

（2）社会经济因素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关系紧密，个人收入、第二产业从业占比

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负向影响，而住房支出、参保率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

生正向影响。人口因素、家庭因素及流动特征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同样产生影响，

同住人数、子女个数、少数民族占比、平均流入时间等因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产生正

向影响，而未婚占比、跨省流动占比等因子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呈负相关关系。

（3） 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带状空间分异模式，运用

SGWR模型对各因素空间分异特征进行计量，结果显示少数民族、住房支出、同住人数

等变量系数呈现出E-W向空间格局，平均收入的影响系数呈现出N-S向空间格局，城镇

职工参保率、未婚率、第二产业从业占比等因子的系数呈现出NE-SW向空间分异模式，

跨省流动、子女个数、人均GDP等变量的系数呈现出SE-NW向空间分异模式。东部经

济较发达地区高收入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相对更低，华南地区房支出越高的流动人口的

居留意愿越强。

（4）根据各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特征，可将 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划

分为4大影响区。其中，Ⅰ类区主要包括华北地区、华中地区、华东地区大部区域及东

表3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区划分
Tab. 3 The estimates of factors in different influencing

zones of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变量

PGDP

MARRY

DIST

INCOME

INSUR

SINDUS

ETHNIC

HOUSING

LIV

CHILD

人口比例(%)

城市数(个)

Ⅰ类区

0.092

-0.448

-0.214

-1.757

0.276

-0.163

0.214

0.595

0.073

0.215

49.01

113

Ⅱ类区

0.086

-0.512

-0.240

-1.512

0.302

-0.174

0.202

0.609

0.073

0.096

16.26

57

Ⅲ类区

0.103

-0.441

-0.169

-1.802

0.276

-0.160

0.405

0.465

0.081

0.377

7.53

31

Ⅳ类区

0.077

-0.435

-0.232

-1.680

0.267

-0.140

0.090

0.650

0.066

0.111

27.20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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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的大连市，可看作多因素共同影响区；Ⅱ类区主要包括西北地区及部分西南地

区，主要受人口因素及社会因素的影响；Ⅲ类区包括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的赤峰、通

辽、呼伦贝尔等市，主要受经济因素及家庭因素的影响；Ⅳ类区包括中国华南地区、中

部、东部以及部分西南地区，除住房支出因子外，受大部分因素的影响相对最小。

针对以上结论，可为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对于全国各城

市的流动人口而言，其自身的就业条件、社会保障享有条件、家庭条件、流动特征等因

素是影响其长期居留意愿的主要因素，因此，需从以下几方面制定流动人口管理政策：

① 全面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流动人口尤其是跨省及远距离迁移的外来人口在流入地

的社会融入、民族融入，促进公共服务向流动人口延伸，根据流动人口自身意愿和能

力，推动支持有条件的流动人口加入本地户籍，就地市民化。对于尚无条件的、未落户

的流动人口，使其与流入地户籍人口享有相同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共文化服务等权

利。② 要关注流动人口就业情况，推动产业升级换代，为流动人口就业提供诸如社会保

险等保障措施。要推行更加有力的人才引进政策，着力提升技术人员、高学历人才和管

理人才等高收入外来人口的居留意愿。③ 要关注房地产市场对流动人口居留本地的影

响，针对中低收入群体，政府要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以公租房为该部分群体解决买房

困扰，适时推进本地企业和其他行业落实住房公积金制度。针对高收入流动人口，充分

利用土地储备资源丰富的条件，实施低成本、高品质的住房政策，如提供高端住宅。

更为重要的是，要正视流动人口居留意愿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区域差异的事实，因地

制宜制定有针对性的流动人口管理及服务政策。要建立分区域的流动人口管理机制，打

破行政壁垒，充分考虑不同地理区位上流动人口的诉求。对于Ⅰ类区，要综合考虑多因

素对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作用，促进各方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Ⅱ类区，要为其流

动人口提供优势公共服务及住房社会保障条件，促进其居留意愿的提升，并着重关注流

动人口中的未婚部分和跨省流动部分的利益诉求；对于Ⅲ类区，则应侧重家庭因素对流

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实行更加灵活的人口生育政策，免除家庭生育的后顾之忧。同

时，该区域高收入流动人口的流失问题应受到重视，需制定合理政策，引导外来人才在

本地落户；Ⅳ类区则需要重点关注住房政策对流动人口定居的影响，通过房地产市场的

改革解决流动人口的安居问题。本研究实证了各城市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受不同因素的

影响程度具有差异性这一特征事实予以实证。然而，流动人口居留意愿是一个涉及多方

主体的复杂问题，本文基于截面数据和 SGWR 模型得到的结果还需后续研究的充分

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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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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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demonstrated that the determinants of China's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are different among geographic units, which seems to be ignored by
previous researche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5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CMDS) and related statistics, this article uses the Semiparametric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SGWR) model and k-means cluster method to examine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282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 level cites of China. Results provid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urban floating population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nstead of the destination characteristics. (2)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Meanwhile, the
demographic, family and mobility factors exert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such an intention. To be
specific, there exists an inhibitory effect on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factors
such as income, marriage, and cross provincial mobility. However, housing expenditure,
participation rat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other factors can effectively contribute to such
intention. (3) Zonal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coefficients are
illustrated by the SGWR model,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E-W", "N-
S", "NE- SW" and "SE- NW"): The positive influences of ethnic and family factors are
decreasing from the northern to southern regions, while the influence of employment ratio in
the secondary industry is declining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regions, and the impacts
of factors such as the number of children and per capita GDP are diminishing from the
northeast to the southwest regions. In eastern developed areas,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ith higher income is comparatively lower, while migrants with higher
housing expenditure in southern China have a stronger intention to settle down. (4) Four
influencing zones are detected by the k- means method: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in North China, Central China and East China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multiple
factors; In the northwest region and part of the southwest region,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demographic and social factors; The northeast region and the eastern
part of Inner Mongolia's floating population's willingness to stay is mainly related to economic
and family factors; Apart from housing expenditure, coefficients of other factors are relatively
small in southern China and part of the central, eastern and southwestern regions.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service and management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Key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s settlement intention; determinants; spatial variation; semiparametric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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